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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公民使用的鸿沟:
以工伤保险为例

∗

潘王雨昂　 马亮∗∗

【摘　 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对数字化实际推动公民接受公共服务的效果持悲观

看法,认为这只是一种“神话”或“乌托邦”。
 

本文以工伤保险公共服务为例,通过连

续双重差分法进行准实验设计和反事实评估,发现基于中国场景得出的结论是乐观

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对于工伤保险覆盖面提升的解释力度显著(高达 182%)。
 

本文

进一步地通过合成双重差分等方法发现,对于公民需求的重视是公民接受公共服务

的决定性因素,公共服务数字化在其中更多起到了“助推器”、“催化剂”及“加速器”
的作用。 本文呼吁建设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政府并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
在先进技术的引用及推广之外,更加重视公共价值的践行。
【关键词】

  

数字公共服务;数字政府;行政负担;社会保险覆盖面;工伤保险

一、
 

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并没有推动公民的接受、采纳和

使用, 其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 甚至令人失望 ( Edmiston,
 

2003;
 

Bekkers
 

and
 

Homburg,
 

2007;
 

Barbosa
 

et
 

al. ,
 

2013;
 

Norris
 

and
 

Reddick,
 

2013;
 

Carter
 

et
 

al. ,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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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and
 

Zheng,
 

2018;
 

Faulkner
 

et
 

al. ,
 

2019;
 

Ramirez-Madrid
 

et
 

al. ,
 

2024)。 比如,Ma
 

and
 

Zheng(2018)对 32 个欧洲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维护更好的政府网站并没有被公

民更多地使用,公民“依然排着队远离电子服务”。 Norris
 

and
 

Reddick(2013)对美国

地方政府的研究发现,电子政务并没有如预期般那样不断进步。 自从 Bekkers
 

and
 

Homburg(2007)将电子政务或数字政府称为一种“乌托邦”或“神话”以来,情况至今

似乎仍没有改变。
数字服务建设并不一定能自发推动公民使用,简单认为“昂贵的、资本密集型

的、看似方便的数字服务建设能自发引起公民的采纳和使用”的观点,是值得警惕的

(Meijer
 

and
 

Bolívar,
 

2016;
 

Van
 

Den
 

Berg
 

et
 

al. ,
 

2020)。 因而,分析公民为何使用数

字公共服务进而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数字服务( Barbosa
 

et
 

al. ,
 

2013),具有相当的

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提出公民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是否使用数字公共服务。 公民使用

公共服务的成本主要是指行政负担( administrative
 

burden),即公民与政府打交道时

可能会面临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不便(Moynihan
 

et
 

al. ,
 

2015;
 

Heinrich,
 

2016;
 

Nisar,
 

2018;
 

梁平汉等,
 

2020;
 

Masood
 

and
 

Nisar,
 

2021;
 

Heinrich
 

et
 

al. ,
 

2022)。 收益方面,
除金钱补贴等有形收益外,也包括公民对政府信任度的提高( Morgeson

 

III
 

et
 

al. ,
 

2011;
 

Kim
 

and
 

Lee,
 

2012;
 

Campbell
 

and
 

Im,
 

2015;
 

Janssen
 

et
 

al. ,
 

2018;
 

Ramirez-Madrid
 

et
 

al. ,
 

2024)、反腐败(Elbahnasawy,
 

2014;
 

Wu
 

et
 

al. ,
 

2020;
 

Kalesnikaite
 

et
 

al. ,
 

2023)
等无形收益。 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公民便会接受、采纳和使用相应的数字公共服务。

本文以工伤保险为例进行研究,工伤保险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理由主要有以

下四点:一是工伤保险是典型的公共服务场景,具有公共服务的典型特征;二是医疗

等其他险种在政策冲击出现之前的覆盖率已经接近 100%,而工伤保险不同,其参保

情况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见图 1);三是参保行为本质上是

一个“投票”的过程,研究者能通过观察公共服务覆盖率的提高来推导间接经验证

据,这样避免了发放调查问卷可能带来的低回应率和小样本问题;四是我国并未将

数字服务作为参与工伤保险的唯一供给渠道,从 2011 年后颁布的 35 份相关重要政

策文件来看,数字技术甚至并未被政府视为提升工伤保险覆盖率的工具。 在排除政

策宣传等影响后,公共服务数字化若仍能提高工伤保险覆盖率,那么公共服务数字

化本身的实际效益无疑能得到证明。
本文以 2019 年相关文件颁布为冲击点进行因果推断,研究表明数字化公共服务

对于工伤保险覆盖面提升的解释力度显著,达 182%。 既往研究大多对公共服务数

字化持悲观态度(Edmiston,
 

2003;
 

Bekkers
 

and
 

Homburg,
 

2007;
 

Norris
 

and
 

Reddick,
 

2013;
 

Carter
 

et
 

al. ,
 

2016;
 

Ma
 

and
 

Zheng,
 

2018;
 

Faulkner
 

et
 

al. ,
 

2019;
 

Li
 

et
 

al. ,
 

2019;
 

Ramirez-Madrid
 

et
 

al. ,
 

2024),本文是为数不多为数字公共服务提供了乐观证

据的研究,但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能够找到乐观证据,核心原因是我国一直以来的

以公民为中心的、直接满足公民需求的政策取向而非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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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平等、回应和效率等公共价值,而非

只关注技术实现。 本文呼吁数字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做到以公民需求为中心,而非以

专家导向或供应方评估为主( Ma
 

and
 

Zheng,
 

2018)。 与此同时,数字公共服务的设

计也应该基于公民需求,而不仅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导向。
本文行文安排如下:首先,综述学界对公共服务数字化感到失望的现状,分析为

什么数字化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乌托邦”或“神话”,并提出“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其次,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与研究方法;再次,基于工伤保险案例进行实证检验;最
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并探讨未来研究方向与启示。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理论困惑:
 

作为“神话”或“乌托邦”的数字公共服务

　 　 在讨论数字公共服务之前,需要明确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

是一切公共管理活动的基石,指“政府代表公众所创造的和维持的东西” ( MacLean
 

and
 

Titah,
 

2022)。 作为指导公共权力机构的准则和原则,公共价值包括透明、问责

和高效的管理价值观,以及平等、公开和公平的民主价值观( Panagiotopoulos
 

et
 

al. ,
 

2019)。 包括数字公共服务在内的一切公共活动都应该遵守公共价值,并且关注公

共价值的产出(Panagiotopoulos
 

et
 

al. ,
 

2019)。
作为数据、信息科学、通信技术等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研究

的交融领域,数字公共服务的背景———数字政府、电子政务等本身便产生了浩如烟

海的文献(Hardy
 

and
 

Williams,
 

2011;
 

Scholl,
 

2014;
 

Gil-Garcia
 

et
 

al. ,
 

2018;
 

MacLean
 

and
 

Titah,
 

2022)。 在许多情境下,数字公共服务是指通过使用数据、信息、电子化、
信息化等方式,为公民(G2C)或企业(G2B)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产生并传递相应的公

共价值(Larsson
 

and
 

Skjølsvik,
 

2023)。
尽管在绩效方面,存在一些乐观的看法,比如有文献认为数字政府、电子政务提

高治理能力(沈费伟和诸靖文,
 

2021)、显著改善地方发展软环境(李春根和罗家为,
 

2021)、提升行政便捷度(张楠迪扬,
 

2022)、提高政府效率等( Katsonis
 

and
 

Botros,
 

2015;
 

Janowski,
 

2015),但在价值方面,数字化是否真正促进了公共价值向公民传

递,仍然值得商榷。 特别是高绩效、高排名的电子政务或数字政府是否促进了公民

接受、采纳或使用等,国际学术界是悲观的:除开开篇提到的文献之外,还有 Coursey
等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电子政务的预测模型是“智力上有趣”和“纯粹投机性”的,
在实证中没有发现相应的结论( Coursey

  

and
 

Norris,
  

2008);Reddick 发现,公民依然

更多地偏向于传统渠道而不是电子渠道(Reddick
 

and
 

Turner,
 

2012)。
Bekkers 等在 2007 年便认为,学者、官员们对电子政务的预期存在“神话”:是进

步的赞美诗或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愿景(Bekkers
 

and
 

Homburg,
 

2007)。 可惜的

是,在此之后这一悲观的判断依然在学术界广泛存在( Edmiston,
 

2003;
 

Bekk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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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burg,
 

2007;
 

Norris
 

and
 

Reddick,
 

2013;
 

Carter
 

et
 

al. ,
 

2016;
 

Kurfalı
 

et
 

al. ,
 

2017;
 

Zheng,
 

2017;
 

Ma
 

and
 

Zheng,
 

2018;
 

Rey-Moreno
 

et
 

al. ,
 

2018;
 

Faulkner
 

et
 

al. ,
 

2019;
  

Ramirez-Madrid
 

et
 

al. ,
 

2024),并且这一“神话”不仅仅存在于国外,也存在于中国(Li
 

and
 

Shang,
 

2020)。
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现象? 学者们从价值感知、获得感、满足感等以公民为中心

的理论框架给出了解释(Venkatesh
 

et
 

al. ,
 

2016;
 

Kurfalı
 

et
 

al. ,
 

2017;
 

Zheng,
 

2017;
 

Ma
 

and
 

Zheng,
 

2018;
 

Li
 

and
 

Shang,
 

2020;
 

Chan
 

et
 

al. ,
 

2021):较低的获得感、满意

度、感知价值、服务质量等,令公民丧失了持续使用数字公共服务的意愿,从而消解

了用户忠诚度,令数字公共服务没有表现出预期般的乐观。 仅将公共服务从办事大

厅转移到网站或手机 APP,并不能提高公民接受、采纳和使用电子服务的意愿。 价

格高昂和资本密集的数字技术,看似方便、行政效率高,且在财务上更加物有所值

(value
 

for
 

money),但是不一定能够创造公共服务价值。 因此,需要以公共价值为中

心回溯数字公共服务建设,以公民为中心反思相应的理论建构。

(二)
 

理论框架:
 

公民为何选择数字公共服务?

本文假定公民是理性的个体,并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判断自己是否会选择

相应的数字公共服务。 在收益方面,Osman 等(2014)认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有形的收益,一类是无形的收益。 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公民便会接受、采纳和使用相

应的数字公共服务。
有形的收益主要包括额外的金钱补贴等,更为重要的是无形的收益,诸如服务

和信息的质量等。 学者们通过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和创新

扩散模型 (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 Bélanger
 

and
 

Carter,
 

2012;
 

Venkatesh
 

et
 

al. ,
 

2014)分析相应的技术接受情况,并强调“感知有用” (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

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Carter
 

and
 

Bélanger,
 

2005;
 

Ma
 

and
 

Zheng,
 

2018)。 此

外,还有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Behn,
 

1995;
 

McKnight
 

et
 

al. ,
 

2002;
 

Welch,
 

2004;
 

Vigoda-Gadot,
 

2006;
 

Teo
 

et
 

al. ,
 

2008;
 

Cho
 

and
 

Lee,
 

2011;
 

Cho
 

and
 

Park,
 

2011;
 

Morgeson
 

III
 

et
 

al. ,
 

2011;
 

Kim
 

and
 

Lee,
 

2012;
 

Robinson
 

et
 

al. ,
 

2013;
 

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4;
 

Campbell
 

and
 

Im,
 

2015;
 

Janssen
 

et
 

al. ,
 

2018;
 

Ramirez-Madrid
 

et
 

al. ,
 

2024)、反腐败程度(Elbahnasawy,
 

2014;
 

Wu
 

et
 

al. ,
 

2020;
 

Kalesnikaite
 

et
 

al. ,
 

2023)、公众参与度①。 总而言之,收益主要包括金钱、感知质量、感知有用性、满意度、
获得感、信任、透明、公众参与、反腐败等,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改善公民的收益感。

相较收益方面,公民选择数字公共服务的成本较少受到关注。 从理论上讲,这
方面成本主要来源于行政负担。 行政负担指政府和社会个体(公民、企业)互动时,
诸如公民在获取公共服务等典型场景时,可能会面临的不便。 成本并不完全是直接

① 对此,更全面的综述参见(Li
 

and
 

Sha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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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成本,还反映在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及心理状态上(梁平汉等,
 

2020),包括学习成

本、服从成本、心理成本(Moynihan
 

et
 

al. ,
 

2015)。 行政负担会显著影响居民、企业等社

会个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从而造成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Moynihan
 

et
 

al. ,
 

2015;
 

Heinrich,
 

2016;
 

Nisar,
 

2018;
 

Masood
 

and
 

Nisar,
 

2021;
 

Heinrich
 

et
 

al. ,
 

2022)。
根据现有研究(马亮,

 

2022),数字公共服务能够转移、减少、转化、消除公民面对

政府时的行政负担。 比如在转移方面,数字公共服务业务的建设能够把本需要公民

承担的成本转移到政府一侧,诸如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将相应的政务服

务从办理窗口转移到网页端或手机 APP 端、公众号,等等。

表 1　 公民采取某一数字公共服务的成本与收益

收益方面 成本方面

金钱、感知质量、感知有用性、满意度、获得感、
信任、透明、公众参与、反腐败等

以学习成本、服从成本、合规成本为代表的行

政负担

三、
 

研究场景与理论假设

为了增强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严格的因果推断方法,以确保能够准确得出

因果关系(Angrist
 

and
 

Pischke,
 

2010;
 

李文钊和徐文,
 

2022;
 

Angrist,
 

2022)。 具体而

言,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提高了公共服务的采纳量,因此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是现代因

果推断框架下(Rubin 潜在结果框架)公共服务采纳量提高的原因。
本文选择工伤保险的参保与否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
在研究可行性上。 是否参保工伤保险这一指标非常好衡量与获取,是典型的

“用脚投票”类型,只需要看公民是否选择参保或者参保覆盖面是否有提高即可,避
免了传统问卷调查存在的繁琐、回复率低、样本量小等问题。

在研究代表性上。 工伤保险在中国情景下,是在性质、数据和趋势三个方面上

均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服务。
第一,从性质看,以工伤保险为代表的公民社保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服务场景,与

大部分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贯穿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是我国公民福利的重

要体现。 与此同时,工伤保险也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程欣和邓大松,
 

2020)、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于新亮等,
 

2019),并最终提高企业价值(沈永建等,
 

2020)等诸多好处。
第二,从数据看,医疗保险等险种的覆盖面在 2016 年存在突变,参保率在 2019

年前后达到 95%左右的饱和值(见图 1)。 与之不同的是,不论是通过工伤保险占总

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还是以工伤保险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工伤保险覆盖面

均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前者每年平均增长 2%左右,后者每年平均增长 0. 8%左

右),且变化非常平稳,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突变的情况(见图 2)。
对于一条相对平稳的折线而言,若通过数理统计方法能够证明某一事件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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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范围内不同险种 /总人口的全国平均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　 全国范围内工伤保险 /总人口和工伤保险 /总就业人口的全国平均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某一时间点对其产生明显影响,而在其他时间点没有影响,这表明该事件具有改

变折线图潜在趋势的潜力,亦可作为“加速器”或“助推器”的论证依据。
第三,从趋势看,自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

法》)通过后,工伤保险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切实解决,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和福利有

了更好的保障(见附录 A-1
 

工伤保险相关重要文件或法律)。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

已经连续 7 次下调保费(见附录 A-2
 

降低保费相关文件),可以说国家一直在积极推

广工伤保险。 无论是性质、数据,还是从政策文件和法律变化趋势,工伤保险参保作

为一项典型的公共服务,一直为广大公民广泛接受、采纳和使用,并且覆盖面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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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但是,本文并未发现直接要求通过数字化方法提供、提高或改善工伤保险相关

公共服务的重要文件。 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搜索:选定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文样本的时间区间,具体见实证设计部分),搜索标题含有

“工伤”“社保”“社会保险”的文件。 对于“工伤”,最终得到了 6 份国务院部门文件

和 6 份国务院公报;对于“社保”,最终得到 1 份国务院文件、2 份国务院部门文件、1
份国务院公报;对于“社会保险”,最终得到 11 份国务院部门文件、8 份国务院公报。
对于这 35 份文件的全文进行“电子”“数字”“网”的搜索,均未发现有直接要求通过

数字化方法提供、提高或改善工伤保险相关公共服务的信息。①

当前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社保覆盖面的相关政策已颁布,但缺乏直

接通过公共服务数字化提高工伤保险覆盖面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并未将数字化技

术视作提升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工具或手段,并未将其纳入应用工具箱。 虽然数字

化方法在提高其他险种覆盖面时得到了特别强调,但对于工伤保险而言,却没有得

到这样的关注。② 从相关文件内容来看,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数字化本身并非直接

提升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全局、一般、统筹的方法来提高

各类公共服务(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保)。 数字化的推进和工伤保险覆盖面的提

高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直接”“非特指”的关系。 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公共服务数

字化确实能够提高工伤保险覆盖面,实际上就会呈现出一种“逻辑上相关、现实中令

人意外”的成分,对于研究公共服务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外推意义。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总结了核心论点与三条并行逻辑:首先,政策制定者要求包

括各种社保在内的公共服务不断数字化,以提高效率;其次,政策制定者要求工伤保

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以增加福利;最后,虽然政策制定者尝试了多种方法来扩大工

伤保险的覆盖面,但并未直接通过数字化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与工伤保险

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出现后,当公民能够明显感知到参加工伤保险的收

益大于成本时,参保行为就会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核心研究假设:
H1:

 

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会提高公民对公共服务的使用率。

四、
 

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政策冲击点

　 　 2011 年 7 月我国《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在此之前的数据与之后的区别巨大,故

①

②

最为相关的文件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2019〕103 号),但该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对内实现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和数据互联互通,
而不是要求以数字化方式提高工伤保险覆盖面。
比如,失业保险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支持技能提升“展翅行动”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8〕36 号),养老保险也有相关的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政策。 但是,只有工伤保险数字化

了相关服务,却没有直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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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样本起止时间为 2011—
 

2021 年(2021 年为研究期间数据可获得的最后一年)。
本文选取 2019 年为政策冲击点,地区精确到省一级。 在 2018 年,中央集中颁布

了多项要求推行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重要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

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

办发〔2018〕45 号)等。 这些中央政策颁布了之后,地方随之跟进,诸如辽宁①、江西②

等。 鉴于政策落地、执行需要时间,且部分省份一直到 2018 年 11 月末才颁布相应的

文件。 故本文将政策冲击点设置为 2019 年。

(二)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SecurityRateit,即工伤保险社保覆盖面,定义如下:

社保覆盖面 = 总参保人数
总就业人数

　 　 实际上,本文也使用了将总就业人数换为该省总人数的算法以进行稳健性分析:

社保覆盖面 = 总参保人数
总人数

2.
 

关键解释变量:
 

数字公共服务指标

目前来看,有诸多衡量数字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比如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指导、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主办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国家行政学院的

政务服务“好差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 符合本文研

究时限,即 2011—2021 年的指标只有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政务服务“好差评”③。
本研究慎重筛选指标,仅挑选总体指数和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作为主要衡量标

准,未包含其他指标。 首先,根据定义,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是对社保覆盖面影响最

大的一个指标,之后才是总体指数。 其次,对这两个指标的深度分析表明,在线服务

成效度指数的方差和极差均是最大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性最为显著,能够更好地反

映各地区间的差异程度。 本文以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作为主要研究指标,将总体指

数作为稳健性分析指标,在进行对比分析和反事实计算时没有使用总体指数。

表 2　 数字公共服务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体指数 84. 09 6. 38 74. 07 96. 73

在线服务成效度 77. 44 9. 59 64. 64 98. 09

①

②

③

参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辽

政办发〔2018〕50 号),发文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参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 (赣府厅发〔 2018〕 40
号),发文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参见 http: / / zwpg. egovernment. gov. cn / art / 2020 / 5 / 20 / art_1325_624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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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在线办理成熟度 80. 05 7. 39 68. 12 95. 97

服务方式完备度 87. 67 6. 61 69. 01 96. 95

服务事项覆盖度 85. 85 6. 29 70. 03 96. 98

办事指南准确度 92. 57 4. 97 80. 32 98. 97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的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估数据整理得到。

3.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文献(彭雪梅等,
 

2015;
 

杨翠迎等,
 

2018;
 

赵仁杰等,
 

2022),控制变量

分为地区差异、社保征缴难度两个维度。 如无特殊说明,各种变量均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与各省统计局。
地区差异层面,包括如下控制变量。 人均 GDP:衡量地区发展差异;城镇人口占

比:衡量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占比: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省直辖的地级市个数:衡量

省的大小和管理幅度;地区总人口:衡量省的体量大小;大专以上人口抽样占比:衡
量人力资本;65 岁以上人口抽样占比:衡量人口结构。

社保征缴难度层面:该省的国企数量、大型企业数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限额以上住宿法人企业个数(个)

 

、限额以上批发法人企业(个)
 

、限额以上零售法人

企业(个)
 

、限额以上餐饮法人企业个数(个)。 既往研究(彭雪梅等,
 

2015)认为相

对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管理更为规范,政府的监管成本相对较低,所以

征缴难度也相对较低,因此加入上述控制变量。

(三)
 

计量方法

由于数字公共服务指标为连续性变量,而非二分变量,且政策冲击点较为明确,
符合连续双重差分模型的特点和前提条件,所以本文选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识

别。 目前连续双重差分模型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黄炜等,
 

2022;
 

沈艳

等,
 

2022)。 综上,本文的初步模型设定如下:
SecurityRateit = β0 + β1·D·DigitalGovernit + ΠX + μi + νt + εit (1)

　 　 公式(1)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SecurityRateit 为社保覆盖面。 D 为是否

为政策冲击之后的虚拟变量,即衡量政策冲击点。 DigitalGovernit 为衡量数字公共服

务的定量指标。 X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矩阵,
 

Π 为其系数矩阵。 μi 为个体固定效

应,νt 为个体效应,εit 为误差项。 其中,本文最关心的是交互项的系数,即 β1。
 

五、
 

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上文中没有特殊指明的变量,在下表中均以括号的形式注明。 可以看出本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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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较强的平衡面板数据。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该省总就业人数(人) 341 2482. 022 1667. 917 171 7072

人均 GDP(元) 341 57869. 733 28757. 401 16413 183980

省直辖的地级市个数(个) 297 12. 34 4. 123 2 21

城镇人口占比(百分比) 341 58. 637 13. 066 22. 81 89. 6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341 726. 424 684. 526 11. 835 4068. 567

地区总人口(万人) 341 4470. 267 2902. 908 309 12684

第二产业占比(百分比) 341 42. 497 8. 685 15. 8 59

大型企业数量(个) 341 1875. 648 2165. 722 11 10577

该省的国企数量(个) 341 632. 933 306. 036 25 193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个) 341 12166. 282 13568. 831 56 66307

限额以上住宿法人企业数量(个) 341 664. 496 504. 044 42 3321

限额以上批发法人企业数量(个) 341 3623. 994 5002. 809 12 36364

限额以上零售法人企业数量(个) 341 2953. 669 2437. 361 47 12310

限额以上餐饮法人企业数量(个) 341 892. 757 843. 366 7 5735

大专以上人口抽样占比(百分比) 341 0. 145 0. 076 0. 024 0. 505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万人) 248 3855. 919 2771. 923 162. 4 15070. 3

65 岁以上人口抽样占比(百分比) 341 0. 107 0. 028 0. 048 0. 188

总指标 341 84. 091 6. 382 74. 07 96. 73

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 341 77. 438 9. 586 64. 64 98. 09

(二)
 

平行趋势检验

根据连续 DID 模型(Nunn
 

and
 

Qian,
 

2011),本文使用如下回归等式进行平行趋

势检验:

SecurityRateit = β0 + ∑
2017

t = 2011
βt·yeart·DigitalGovernit

∑
2021

t = 2019
βt·yeart·DigitalGovernit + ΠX + μi + νt + εit (2)

　 　 yeart 为 2011—2021 这 10 个年份的虚拟变量,其余均与(1)保持一致。 本文选

择的基期为 2018 年,即 2019 年的前一年,故 2018 年的交互项并没有在回归中纳入。
之后,依次检验各年份与数字公共服务交乘项的系数值的显著性。

本文首先选择以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为数字公共服务的代理变量,即表中的

index1。 因变量为 ISecurity,表示总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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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平行趋势检验:在线服务成效度

模型 (2. 1) (2. 2) (2. 3)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ndex1_2011
0. 0012171 -0. 0001275 0. 0001574

(0. 0015365) (0. 0008365) (0. 0007457)

index1_2012
0. 0007121 -0. 0000699 0. 0003024

(0. 0011957) (0. 0006843) (0. 0006308)

index1_2013
-0. 0001999 0. 0001197 0. 0004731

(0. 0006955) (0. 0005649) (0. 0005070)

index1_2014
-0. 0003539 -0. 0001981 0. 0001981

(0. 0005990) (0. 0005431) (0. 0004992)

index1_2015
-0. 0005092 -0. 0003694 0. 0000890

(0. 0004819) (0. 0004967) (0. 0004754)

index1_2016
-0. 0005471 -0. 0005091 -0. 0001333

(0. 0003908) (0. 0003009) (0. 0003416)

index1_2017
-0. 0002812 -0. 0003113 -0. 0000740

(0. 0002277) (0. 0002159) (0. 0002411)

index1_2019
0. 0010878∗∗∗ 0. 0003680 0. 0007740

(0. 0003643) (0. 0003086) (0. 0005150)

index1_2020
0. 0017668∗∗∗ 0. 0014311∗∗ 0. 0018863∗∗∗

(0. 0005279) (0. 0005482) (0. 0005487)

index1_2021
0. 0023460∗∗∗ 0. 0019554∗∗∗ 0. 0023742∗∗∗

(0. 0006391) (0. 0006942) (0. 0007151)

常数项
0. 2661752∗∗∗ 0. 1988969 -0. 0203971

(0. 0315049) (0. 1797013) (0. 2180654)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41 297 297

R2 0. 982 0. 979 0. 98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情况下显著;N 表示样本大小;R2 表示样本可决系数。 index1 表

示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其下划线后接的年份表示与年份的交乘。 回归分析聚类到省级。 下同。

图 3 可见,
 

2019 年之后数字公共服务开始对社会保障呈现显著的正效果,而且

2019 年之前与之后的趋势不同,说明 2018 年的政策冲击真正改变了相应的趋势。
其次,将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改为总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具体可见附录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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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检验: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

(三)
 

基线回归

按照一开始的回归表达式,即公式(1),可以计算相应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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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的系数值,即 β1。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基线回归

模型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D_index1
0. 0019313∗∗ 0. 0017558∗∗∗ 0. 0017325∗∗∗

(0. 0008278) (0. 0005385) (0. 0005727)

D_indexall
0. 0023749∗ 0. 0018230∗ 0. 0018934∗

(0. 0012177) (0. 0009683) (0. 0009635)

常数项
0. 2758609∗∗∗ 0. 2307816 0. 0607625 0. 2667431∗∗∗ 0. 1937303 0. 0227879

(0. 0116547) (0. 1734781) (0. 2026679) (0. 0186181) (0. 1807450) (0. 2006765)

征缴难度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地区差异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41 297 297 341 297 297

R2 0. 981 0. 979 0. 980 0. 980 0. 977 0. 979

D_index1 表示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与处理前后虚拟变量的交乘,D_indexall 表
示总指标与处理前后虚拟变量的交乘。 表 6 可见,如果以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为例,
当数字公共服务指标提升一个单位,工伤保险覆盖率大概提高 0. 16 个百分点,即回

归(3. 3)中的系数的一百倍。 比较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3. 1)、回归(3. 2)和

(3. 3)的系数,它们都相对来讲比较接近。 这说明是数字公共服务提升了社保覆盖

面,而不是其他变量的影响。
如果采用总体指数作为指标的话,数量级也大致趋近,这也侧面印证了本文回

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在附录中,本文也提供了更改指标的计算方法、异
质性分析,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的蒙特卡洛模拟等结果。

(四)
 

对比分析:
 

更改政策冲击点

假设政策冲击发生在 2017 年,而不是文件颁布的 2018 年或文件真正起效用的

2019 年。 根据前文,依然按照公式(1)进行相应的回归。 如果此时系数不显著,则可

佐证本文的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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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分析:更改政策冲击点

模型 (8. 1) (8. 2) (8. 3) (8. 4) (8. 5)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ndex1_D
0. 0004177 0. 0002115

(0. 0003894) (0. 0003552)

index1_SDID
0. 02790∗∗∗ 0. 02378∗ 0. 03001∗∗

(0. 00986) (0. 01300) (0. 01408)

常数项
0. 0264352 0. 0264352 / / /

(0. 1971463) (0. 1971463)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是 是 否 否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是 是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 /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 / /

N 297 297 341 297 297

R2 0. 978 0. 978 / / /

回归(8. 1)即为相应的估计结果,其中 index1_D 表示假定的处理前后虚拟变量

与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的交乘。 回归后,不仅仅系数大小和前文的基线回归有差

异,并且系数显著性也极其不好。 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没有证据表明 2017 年及之后,
数字公共服务指标提高了社保覆盖面。

上述的回归是以 2019 年的数字政府指标为例,然后假设政策冲击发生在 2017
年。 由于“好差评”数据提供了 2017 年的指标,为了稳健性检验,本文也同时提供了

以 2017 年指标为例的回归,即回归(8. 2),其结果一样不显著。
将 2019 年和 2017 年相比较,实际上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其他未放入回归的、

未观测到的和时间相关的因素不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即其他未观测到的变量在 2017
年和 2019 年完全相同。 这一假设显然与实际相去甚远,非常苛刻。 更好的方法不是

比较 2017 年与 2019 年,而是比较 2019 年与假设完全没有经历过相应政策冲击的

2019 年的反事实。 所以,本文根据最新的合成双重差分法( Synthetic
 

DID,以下简称

SDID)(Arkhangelsky
 

et
 

al. ,
 

2021),再次检验主要结论。
合成双重差分实际上是双重差分和合成控制法的结合,比起合成控制法只能合

成一个个体的反事实,合成双重差分通过赋予不同权重的方法,近似地对多个个体

合成相应的反事实,并通过类似于双重差分(DID)的方法,给出相应的平行趋势。 通

过这种方法,本文能够构造出 2019 年之后的反事实并验证相应的结论。
具体操作方法为:首先根据“好差评”的评估标准,以 80 分为界,将在线服务成

效度指数分为高组和低组,高组取 1,低组取 0。 之后通过 SDID 的方法,计算出高组

在 2019 年之后的观测值和反事实值的差值。 本文分别提供了三种估计值(不加入



222　　 公共管理评论　 2024 年第 2 期

控制变量的情况、加入地区差异控制变量的情况、加入地区差异和征缴难度控制变

量的情况),即表 7 中的(8. 3)、(8. 4)和(8. 5)。 index1_SDID 表示使用 SDID 后的估

计量,并提供了相应的权重与平行趋势图。 实证结果均为显著正向影响,与上述结

论一致。

图 4　 SDID 图示

注:每行第一张图的横轴为真实时间减去 2019 的相对时间,纵轴为相应的被解释变量的值。 实线和虚

线类似于双重差分图示,实线为处理组,虚线为对照组,图中灰色方块为不同的时间给出的权重大小的相对

值。 每行第二张图中,横轴表示不同的省份代码,气泡大小表示不同省份给予的权重。 从上到下每行依次是

(8. 3)、(8. 4)和(8. 5)式。

(五)
 

反事实计算

根据回归等式(1),将相应的交乘项移项,便可以得到没有数字公共服务时的相

应反事实结果,即:
SecurityRateit,counterfact = SecurityRateit - β̂1·D·DigitalGovernit (3)



跨越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公民使用的鸿沟:以工伤保险为例 223　　

　 　 其中,
 

β̂1 为回归方程估计出来的 β1。 之后可以根据如下等式,计算出本文的效

应强度,即本文的解释变量到底能够解释多少被解释变量的变动:

解释百分比 =
SecurityRateit - SecurityRateit,counterfact

SecurityRateit
(4)

　 　 将基线回归(3. 3)中的系数值代入后发现,数字公共服务能够解释大约全国平

均意义上 182%的工伤保险覆盖面的增长(针对不同的省份,其解释率在 58% ~299%)。

六、
 

总结与探讨

有别于国际学术界对数字化公共服务的一系列悲观判断,本文利用中国 2018 年

的政策颁布时间构建了相应的准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法给出了乐观的判断。 研

究显示,数字公共服务能够解释约 182%的工伤保险覆盖面增长,而这一增长更多来

源于高人力资本和高人均 GDP 的省份。 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当前我国数字化

公共服务建设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提升公民参与而言是有效的。 本文结论为

进一步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一定实证支持

本文研究发现和已有文献不同,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工伤保

险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已有研究往往使用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或其他领域的

公共服务,说明数字化对不同领域公共服务的影响不同。 其次,“数字政府 2. 0”的建

设,特别是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使数字

公共服务的效力更强。 最后,研究方法不同也可能导致不同结果。 本文使用严格的

因果推断研究方法,而此前研究往往是案例研究或问卷调查,这可能导致结果差别。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推动公民使用率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

数字化公共服务本身,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数字化公共服务改变了公民的收益和成

本。 因此,直接影响因素是公民获得感、满足感等与行政负担之间的比较,以及由此

带来的成本-收益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提供一个看起来方便的 APP 或网页,
也不仅是把政府办事大厅转向支付宝和微信小程序就能够完成的。 单纯寄希望通

过数字化带动公民对公共服务的使用,可能会希望落空。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借助“用脚投票”的方法,以服务覆盖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取代了复杂的问卷设计、发放、整理和分析环节。 这种研究设计存在特殊性,在未来

研究中,建议将公民评价引入数字化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排名并公开评估结果。 这

有利于将数字公共服务排名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使评价更加贴近用户需求(Rorissa
 

et
 

al. ,
 

2011)。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不少评价指标体系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将渗透

度、用户满意度、回应度等加入评价体系。
最后,本文倡导数字政府建设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回归公共价值,持续推动以公

民需求为核心的数字公共服务乃至整体数字政府建设( Barbosa
 

et
 

al. ,
 

2013)。 此

外,还需致力于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举例来说,各级政府可以思考如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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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公共服务,开创两种不同但都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范式( Katsonis
 

and
 

Botros,
 

2015;
 

Janowski,
 

2015):一种是简洁、高效的“广泛应用型”范式,另一种则是针对特

定问题或特定群体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专门应用型”范式。 具体来讲,前者最关键的

是提升居民使用时的获得感,降低居民使用时的行政负担;后者针对老弱病残孕等

特殊群体,政策设计更加有的放矢。 不论是哪种发展范式,都应该保持以公民需求

为中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还需要未来研究加以拓展完善。
首先,本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颗粒度还不够细,无法探究省内差异。

未来研究可以分析个体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并考虑性别、收入、受教育年限等个体

数据。 此外,未来研究也可以将省级面板缩小到地级市或县区一级,并匹配对应的

数字化公共服务指标,进而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其次,本文使用准实验设计进行因果推断,但是仍然无法排除连续双重差分法

固有的局限。 未来研究可以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通过实地实验更加精准地测算

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对公民使用的影响。 这有助于拓展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议题,
从微观层面探究数字政府建设如何推动公民行为的实际变化。

再次,虽然本文研究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工伤保险参保率的影响,但是还有

待于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探究。 各类公共服务在政策设计、用户群体、资格

审查和潜在收益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需要探讨数字化可能带来的不同影

响。 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从基本公共服务拓展到非基本公共服

务,并将社区生活类服务纳入其中,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对这些具体公共服务领域开

展进一步研究。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对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公民使用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质性分

析。 特别是应更加关注行政负担的相关议题(诸如行政负担的测量等) (马亮,
 

2022),进一步打开二者之间关系的“黑箱”,深化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解。

附录

A.
 

正文中提到的表格

表 A-1　 工伤保险相关重要文件或法律

发布单位 文件名或相关法条 发布时间

人社部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3 号)
2011 年 6 月 29 日

人社部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 人社部发

〔2012〕11 号)
201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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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布单位 文件名或相关法条 发布时间

人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 号)
2013 年 4 月 25 日

最高法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14〕9 号)
2014 年 6 月 18 日

人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 号)
2016 年 3 月 28 日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第三十七条
2016 年 11 月修订

并颁布

人社部
《关于推进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便民化服务工作

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104 号)
2018 年 9 月 24 日

人社部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2011 年 6 月 29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5 号发布,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4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

定》修订)

2018 年 12 月

人社部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2014 年 2 月 20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 21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4 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2018 年 12 月

人社部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2016 年 2 月 16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 27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4 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2018 年 12 月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第七条、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

2018 年 12 月修订

并颁布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第四十八条
2019 年 4 月修订

并颁布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第五十一条、第五十

二条

2021 年 6 月修订

并颁布

表 A-2　 降低保费相关文件

文件名 时间

《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71 号) 2015 年 7 月 22 日

《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 号) 2016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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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件名 时间

《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8〕25 号) 2018 年 4 月 20 日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 2019 年 4 月 1 日

《关于贯彻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35 号) 2019 年 4 月 28 日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 2020 年 2 月 20 日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

社部发〔2020〕49 号)
2020 年 6 月 22 日

B.
 

稳健性分析

1.
 

稳健性分析:
 

将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更换为总指标

　 　 将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改为总指标后,其相应的回归结果与图示如下。 尽管整

体显著性和效果不如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但依然表现良好,侧面印证了本文结论

的稳健性。

表 B-1　 平行趋势检验:总指标

模型 (2. 4) (2. 5) (2. 6)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ndexall_2011
0. 0015457 0. 0003449 0. 0001598

(0. 0020728) (0. 0011991) (0. 0012214)

indexall_2012
0. 0010488 0. 0004544 0. 0005074

(0. 0016441) (0. 0010190) (0. 0010562)

indexall_2013
-0. 0000934 0. 0006018 0. 0006844

(0. 0010582) (0. 0008582) (0. 0008558)

indexall_2014
-0. 0003589 0. 0001072 0. 0003848

(0. 0008800) (0. 0007740) (0. 0007460)

indexall_2015
-0. 0005142 -0. 0000908 0. 0004049

(0. 0006768) (0. 0006466) (0. 0006222)

indexall_2016
-0. 0005829 -0. 0003232 0. 0001951

(0. 0005572) (0. 0004177) (0. 0004464)

indexall_2017
-0. 0003140 -0. 0002613 0. 0000935

(0. 0003203) (0. 0002969) (0. 0003116)

indexall_2019
0. 0014489∗∗∗ 0. 0002349 0. 0008537

(0. 0005198) (0. 0004175) (0. 0007470)

indexall_2020
0. 0023097∗∗ 0. 0016486∗ 0. 0022665∗∗

(0. 0008949) (0. 0009316) (0. 000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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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2. 4) (2. 5) (2. 6)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ndexall_2021
0. 0029245∗∗ 0. 0019960 0. 0024787∗

(0. 0011007) (0. 0012182) (0. 0012280)

常数项
0. 2463744∗∗∗ 0. 0972512 -0. 0951017

(0. 0511210) (0. 1880548) (0. 2146020)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41 297 297

R2 0. 981 0. 978 0. 980

　 　 注:indexall 表示总指标。

图 B-1　 平行趋势检验图示:数字公共服务总指标

注:从上到下依次对应回归(2. 4)、(2. 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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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续)

2.
 

稳健性分析:
 

更改指标设计

正如前文所说,还可以将覆盖面的分母改为总人口,尽管工伤保险一般只针对

就业人员,但依然不妨碍我们使用该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 即:

社保覆盖面 = 总参保人数
总人数

　 　 此时,表格中回归分析的被解释变量为 isecurity,与前文的 Isecurity 加以区分。
我们以类似于前文的平行趋势检验,来进行相应的分析。

表 B-2
 

稳健性分析:更改指标设计

模型 (4. 1) (4. 2) (4. 3) (4. 4) (4. 5) (4. 6)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Dindex1
0. 0013737∗∗∗ 0. 0010117∗∗ 0. 0009222∗∗

(0. 0004397) (0. 0003826) (0. 0004078)

Dindexall
0. 0017741∗∗ 0. 0011151∗ 0. 0010323∗

(0. 0006563) (0. 0005781) (0. 0005831)

常数项
0. 1446116∗∗∗ 0. 1699786 0. 0833895 0. 1368289∗∗∗ 0. 1715939 0. 0768302
(0. 0061915) (0. 1030763) (0. 1091594) (0. 0100336) (0. 1058912) (0. 1103685)

征缴难度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地区差异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41 297 297 341 297 297

R2 0. 984 0. 981 0. 983 0. 984 0. 980 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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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B-2 中,回归(4. 1) ~ (4. 3)表示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标,回归(4. 4) ~ (4. 6)
表示总指标。 可以看出,稳健性检验与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的系数的数量级接近。 以

总人口为分母可能存在误差,因为会把非就业人口(老年人、学生等)考虑在内,但是

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同时,为了稳健性考虑,本文也提供了包括所有控制变量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与前文相近。

表 B-3　 平行趋势检验:更改指标设计

模型 (5. 7) (5. 8)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2011
-0. 0000549 -0. 0000334

(0. 0004235) (0. 0006264)

2012
-0. 0000081 0. 0001222

(0. 0003892) (0. 0005822)

2013
0. 0000751 0. 0002157

(0. 0003165) (0. 0004649)

2014
-0. 0000900 0. 0000404

(0. 0002921) (0. 0003972)

2015
-0. 0000723 0. 0001280

(0. 0002671) (0. 0003338)

2016
-0. 0001623 0. 0000367

(0. 0001836) (0. 0002402)

2017
-0. 0000749 0. 0000319

(0. 0001271) (0. 0001620)

2019
0. 0003616 0. 0003411

(0. 0002870) (0. 0004265)

2020
0. 0009381∗∗ 0. 0011572∗

(0. 0004416) (0. 0006572)

2021
0. 0011952∗∗ 0. 0012521
(0. 0005486) (0. 0007981)

常数项
0. 1014109 0. 0717805

(0. 1218227) (0. 1226012)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297 297
R2 0. 983 0.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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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平行趋势检验:更改指标设计

　 　 注:从左到右分别对应(5. 7)和(5. 8)

3.
 

稳健性分析:
 

蒙特卡洛模拟

为了更好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回归(3. 3)和(3. 6)的交乘项在样本中完全随

机分配,分别通过计算机模拟 1000 次,如果得出来的系数接近于 0,并且模拟出来的

数字绝大多数小于估计出来的系数,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并且能够排除相

当多的混杂因素。 结果如图 B-3 所示。
从上述的模拟中可以看出,相应的 1000 次的模拟均值趋向于 0。 并且其中模拟

出来的最大值(二者皆为 0. 00015 左右),均小于基线回归的系数值(0. 0017325 和

0. 0018934),甚至系数大小相差一个数量级。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模型设定正确,上
述回归识别错误的概率将小于千分之一。

4.
 

异质性分析

为了丰富本文的结论,本文也同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分析,分别为:大专

及以上人口占比、人均 GDP、互联网用户接入数量。 本文都基于各省均值分为两组,
即该值较低的 16 个省份和较高的 15 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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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蒙特卡洛模拟图示

　 注:从上到下分别为回归(3. 3)和(3. 6)的模拟图示

首先是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本文使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 学历代表人

力资本,一般来讲学历越高,越容易更快接收数字政府,行政负担也更低。 估计结果

如表 B-4 所示。
从表 B-4 可以看出,其回归系数确实极有可能是由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样本

推动的,因为只有高组别的系数是显著的。
其次是人均 GDP,据此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GDP 越高的地区,越

会注意福利发展,也就会注意社保缴纳。 我们的回归结果也印证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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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按照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分组

模型 (7. 1. 1) (7. 1. 2) (7. 1. 3) (7. 1. 4)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Dindex1
0. 0011997 0. 0016721∗

(0. 0007266) (0. 0008910)

Dindexall
0. 0001146 0. 0026564∗

(0. 0015358) (0. 0013622)

常数项
0. 1522734 0. 0390251 0. 1177534 0. 0162313

(0. 2253653) (0. 6432229) (0. 2441187) (0. 6284614)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65 132 165 132

R2 0. 967 0. 982 0. 965 0. 982

　 　 注:从左往右分别为用在线服务成效度的低组和高组,总指标的低组和高组。 下同

从表 B-5 中可以看出,回归系数确实极有可能是由高人均 GDP 的样本推动的。
在使用在线服务成效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高组别的系数大于低组别。 而在

使用总指标作为因变量时,只有高组别的是显著的。

表 B-5　 按照人均 GDP 大小的分组

模型 (7. 2. 1) (7. 2. 2) (7. 2. 3) (7. 2. 4)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ISecurity

Dindex1
0. 0014924∗∗ 0. 0018435∗∗

(0. 0006790) (0. 0008284)

Dindexall
0. 0010261 0. 0028797∗∗

(0. 0010121) (0. 0011734)

常数项
0. 1522734 0. 0390251 0. 1177534 0. 0162313

(0. 2253653) (0. 6432229) (0. 2441187) (0. 6284614)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65 132 165 132

R2 0. 967 0. 981 0. 965 0.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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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稳健性分析:
 

加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作为最为关键的影响变量之一,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的数据在 2014 年才开始公

布,如果想要将其纳入基线回归则必须要损失估计效率,所以本文选择将其作为控

制变量,将数据区间更改为 2014—2021,并将其更改为移动互联网人口数与总人口

数的比值(表 B-6 的 mobile)。 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从表 B-6 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和系数大小都没有明显改变。 同时,本文

也提供了相应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表 B-6　 加入移动互联网用户与总人口的占比

模型 (5. 1) (5. 2)

变量 ISecurity ISecurity

Dindex1
0. 0014425∗∗∗

(0. 0005150)

Dindexall
0. 0015648∗

(0. 0008730)

mobile
-0. 0126648 -0. 0200474∗

(0. 0121122) (0. 0107324)

常数项
-0. 0082129 -0. 0094884

(0. 2561304) (0. 2617746)

征缴难度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216 216

R2 0. 985 0. 984

图 B-4　 平行趋势检验:加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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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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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to Myth: Digitization of EmploymentInjury Insurance 
Services and Citizen Utilization

                1 2PAN Wangyuang MA Liang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the
efficacy of citizen acceptance of digitized public services has proven to be suboptimal and 
even disillusioning. For instance, Ma and Zheng(2018)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irty-two European countries and discovered that citizens did not frequently utilize better- 
maintained government websites and, instead, they continued to rely on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 still queued up to stay away from e-services. ” The acceptance, adoption, 
and usage of e-government or digital government services by citizens are still considered 
elusive goals or myths ( Bekkers and Homburg, 2007) .

Undoubtedly,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driving a gover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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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ver
 

time
 

( Dunleavy
 

et
 

al. ,
 

2006).
 

Nevertheless,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ider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within
 

whic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ccur.
 

The
 

oversimplified
 

assumption
 

that
 

"
 

expensive
 

and
 

resource-intensive
 

digital
 

services
 

will
 

inherently
 

result
 

in
 

widespread
 

acceptance
 

and
 

utilization
 

by
 

citizens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Meijer
 

and
 

Bolivar,
 

2016;
 

van
 

den
 

Berg
 

et
 

al. ,
 

2020).
 

The
 

criticality
 

of
 

reflecting
 

on
 

citizens
 

ado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cannot
 

be
 

overstated
 

in
 

order
 

to
 

achieve
 

citizen-centric
 

digital
 

services
 

(Barbosa
 

et
 

al. ,
 

2013).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likelihood
 

of
 

citizen
 

adoption
 

and
 

usage
 

of
 

a
 

specific
 

digital
 

public
 

service.
 

With
 

regards
 

to
 

costs,
 

our
 

primary
 

focus
 

is
 

on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s.
 

In
 

terms
 

of
 

benefits,
 

in
 

addition
 

to
 

tangible
 

advantages
 

such
 

as
 

increased
 

monetary
 

subsidies,
 

we
 

also
 

emphasize
 

intangible
 

benefits
 

such
 

as
 

enhancing
 

citizens
 

trust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Subsequently,
 

we
 

illustrate
 

the
 

case
 

of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with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and
 

we
 

construct
 

a
 

continuou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framework
 

for
 

a
 

counterfactual
 

assessment.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182%
 

of
 

the
 

expansion
 

in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coverage,
 

primarily
 

driven
 

by
 

provinces
 

with
 

higher
 

proportions
 

of
 

educated
 

individuals
 

and
 

higher
 

GDP.
 

However,
 

when
 

we
 

advance
 

the
 

treatment
 

year-by-year
 

under
 

conditions
 

whereby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re
 

absent
 

but
 

overall
 

policy
 

trends
 

remain
 

unchanged,
 

this
 

effect
 

become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Consequently,
 

we
 

interpret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s
 

“boosters,”
 

“catalysts,”
 

or
 

“accelerators”
 

rather
 

than
 

as
 

playing
 

decisive
 

roles.
 

We
 

employ
 

the
 

Synthetic
 

DID
 

Method
 

to
 

validate
 

our
 

results
 

further,
 

and
 

we
 

obtain
 

robust
 

outcomes.
 

In
 

contrast
 

to
 

prevailing
 

pessimistic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our
 

study
 

provides
 

optimistic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However,
 

we
 

contend
 

that
 

this
 

evidence
 

is
 

not
 

solely
 

due
 

to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Rather,
 

it
 

emanates
 

from
 

an
 

approach
 

centered
 

on
 

citizens
 

needs
 

and
 

informed
 

policy
 

orientation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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